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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体育娱乐活动和传统体育精神两个

层面上。这两个层面的内容，在体育活动、智谋策略、价值取向等方面，对中国体育发展都有着

深远影响。从源头上廓清齐鲁地区古代体育的发展状况，可以弥补现有体育史研究以炎黄文化为

主导的一些不足，这一地区引领诸侯风云的先秦诸子思想也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关  键  词：体育史；齐鲁文化；中国古代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9-0013-04 
 

Qilu culture and ancient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WANG Jing-long 

（Sports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Reaches the Height of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Zibo 255049，China） 
 

Abstract: The contributions of Qilu culture to ancient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are mainly sports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on the one hand, and traditional sports spiri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tents in these two hands have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sports activity, wisdom strategy and value orienta-

tion. Clarifying the conditions of ancient sports development in the Qilu region from the source can make up some 

deficiencies in existing sports history researches based mainly o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the ideology of the expo-

nents of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in the pre-Qin period, which guided feudal princes at war in this region, should 

also be studied in dep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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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奉行以宗法伦理为主导的政治统治，因

而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以众多诸侯国为政治基础而各

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伴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这些地

域文化在历史发展中不断优胜劣汰，齐鲁文化成为唯

一以地域文化形态汇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并成为主干

的文化流派，因而中国传统体育发展与齐鲁文化密不

可分，形同血肉。 

 

1  齐鲁文化是中国古代体育发展的重要渊源 
中国古代的文明起源，是以黄河、济水、淮河、

长江为基本坐标的，在这 4 条大河流域，曾经诞生了

3 大势力集团，即西部河洛(黄河、洛水)流域的华夏集

团、东部济淮(济水、淮河)流域的东夷集团和南部的

江汉(长江、汉水)流域的苗蛮集团。这 3 大势力集团

当中，东夷集团和华夏集团开化较早[1]，苗蛮集团到了

商周之交才发达起来。3 者不断的相互碰撞交流，逐

渐混而为一，迭次出现了夏、商、周 3 代王朝，真正

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整体。夏、周代都是以河洛文

化集团为主导而形成的，只有商代是由淮济文化集团

为主导而形成的。周代建立以后，大批分封诸侯，齐、

鲁两国就是在这时得以封邦建国的，齐鲁文化的逐步

形成，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从这一意义上说，齐、

鲁文化都应当是东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有广泛的

同源性。但是，齐、鲁封邦建国以后，齐文化依托于

东夷文化而吸纳商周文化，鲁文化依托于周文化而吸

纳商文化，加之于地理环境、生活习性、治国理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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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不同的原因，两国逐渐地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体

系。因此，齐、鲁文化既有着广泛的同源性，又有着

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同时又是先秦时期众多地域文

化中秦汉以后，唯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文化体

系。中国古代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齐、

鲁文化与古代体育发展的关系同样十分密切。 

周代开始兴起的齐、鲁文化，总体上看，齐文化

的发展，不管是从物质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在汉

代以前都要大大超前于鲁文化。鲁文化优胜于齐文化

的突出点，除在周代“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①

的宗法统治环境下政治地位要高于齐文化之外，最重

要的就是春秋末期孔子在鲁文化背景下创立的儒学。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期儒学等学术流派社会地位的

飙升，却又不能不感谢齐文化这一沃土滋养起来的稷

下百家争鸣，诸子百家汇聚于稷下学宫，形成了先秦

时期的思想文化中心[2]，造就了先秦时期中国思想文化

发展的高峰。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的体育也

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正如刘秉果[3]所说：“战国时期生

产力的极大发展，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

促进了医学、生理学、养生学的研究，使体育锻炼理

论有了新的提高。” 

而齐鲁文化实际的历史状况，在我们数千年来的

历史文献中无疑是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遮掩。造成这一

现象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以《春秋》三传和《史记》为

代表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确立了一个“万世一系皆黄帝”

的历史观念。秦汉以来，人们言华夏而忘却了东夷，言

孔子而忘却了“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②

的文化总结真谛，言齐鲁文化实则张扬的只是儒学。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审视中国早期体育

的发展状况，很自然的就会发现，忽略早期齐鲁文化

发展对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贡献，这实在是一个很大

的遗憾。 

 

2  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突出贡献 
齐鲁文化对中国早期体育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两个层面上，一是体育娱乐活动，二是传统体育精神。 

就体育娱乐活动而言，战国以前齐鲁地区就已经

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体育娱乐活动，首先在《诗经》中

已经多有反映[4]；其次，在《史记·苏秦列传》和《战

国策·齐策》里边，都记载了战国时期的苏秦见到的

齐国都城临淄城内的体育娱乐活动状况，谓“临淄甚

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

六博蹋鞠者。”期间提到的击筑、斗鸡、走狗、六博、

蹋鞠，应当都是当时临淄城内非常盛行的体育娱乐项

目。有些活动项目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斗鸡、走狗

之类则属于市井娱乐活动，《庄子·达生》记载，纪渻

子为齐王驯养斗鸡，40 天才完成，驯好的鸡，听见别

的鸡叫时没有任何反应，“望知似木鸡矣”。《左传·昭

公二十五年》记载，鲁国“季、郈之鸡斗，季氏介其

鸡，郈氏为之金距。”早在春秋时期，齐都养狗之俗就

非常盛行，齐景公殉马墓中曾发现殉狗 30 只[5]。六博、

蹋鞠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则完全属于体育活动的范畴。

六博是中国最古老的棋类游戏中的一种，与围棋并称

为“博弈”。《论语·阳货》篇说：“饱食终日，无所用

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又记载说：齐宣王问匡倩：“儒者博乎？”匡倩作了否

定的回答，曰：“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杀枭者，是

杀所贵也，儒者以为害义，故不博也。”这里所说的

“枭”、“杀枭”均为六博专业术语。我们且不管儒家

学子对六博的理解如何，这段史料起码可以证实，齐

宣王当年曾亲自关注六博游戏。踏鞠又称蹴鞠，世界

足联和亚足联已经宣布，齐国故都临淄就是世界足球

起源地[6]。此外，据《荀子·议兵》的记载，齐国还有

“隆技击”的传统。技击，就是人与人搏斗的技巧。

齐国的这一传统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教训成俗[7]，这一传

统在战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比如《汉书·刑

法志》说：“齐闵以技击强，魏惠以武卒奋，秦昭以锐

士胜。世方争于功利，而驰说者以孙、吴为宗。”王赛

时[8]总结道：“齐国首创技击以后，开创了以技巧胜勇

力的武事新领域，改以力御敌为以术制人，灵活多变的

技击开始在武事活动中大显神通。两千多年来，技击更

新变衍、增多益补，最终汇成现代蔚为大观的中华武术。

武术的精髓在于技击，而不在套路和表演。至民国出现

‘武术’名称之前，‘技击’始终是中华武术的代名词。”

养生与长生不老术的出现与这一地区的文化背景密不

可分。孔子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祭肉不出三

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③按照《史

记·封禅书》的记载，长生不老术也是由齐地的方仙

道衍生出来的[9]。以上所举，只不过是我国古代先秦时

期众多体育娱乐活动中的九牛一毛。中国古代的体育

娱乐活动隐身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在

横向发展上与此起彼伏、五彩缤纷的地域文化息息相

关，在纵向发展上又与跌宕起伏的时代潮流和当权者

的喜恶爱憎密切相连。就现有的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

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地区的体育娱乐活动就已经非常发

达了，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比较松散的区域性体育娱

乐活动中心[10]。这又恰好是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的折射。 

尽管春秋战国之际，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潮头可

能也是伴随着霸主地位的转移而不断变化，但从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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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齐鲁地区对于中国传统体育精神的贡献则是无

可与之匹敌的。齐鲁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精神的贡献，

突出表现在 3 个方面： 

首先，是“与时变”、“与俗化”的变革进取精神。

齐国在西周建立之初就有了“因其俗，简其礼”④的

文化特色，到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桓公治齐的时候，形

成了“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⑤的文化

观念，以至于实现了首霸春秋的宏伟目标。齐文化发

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积极

进取精神，是中华传统体育精神当中重要的文化因子。

由于这种实事求是变革精神的主导，齐国以军事思想

为代表的智谋文化也就凸现出来。 

其次，与齐文化重功利、尚变革、与时俱进的文

化精神相对应，鲁文化尤其强调“尚中贵和”的道德

要求。周代是以宗法统治为基本统治秩序，维护这一

统治秩序的基本手段便是礼、乐之类的道德教化，孔

子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

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⑥鲁国向以

“宗周”为己任，《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鲁国建

国初期便有“变其俗，革其礼”的做法，《论语·颜渊》

中说，直到春秋末期的时候，孔子还在大喊“克己复

礼。”但是，孔子创立儒学，根本上是对西周以来礼乐

治国制度的理性升华，因而，儒学思想在孔子以后广

为传播，实际上是社会道德体系失去行政强制约束力

以后走向人的自身行为规范的自然需求。儒学的出现

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社会道德意识，让人们清晰地看

到了社会道德应有的基本标准。儒学主张的外在行为

准则是“礼”，内在行为取向是“仁”。“礼”所强调的

是行为要合乎特定的规范，“仁”所强调的则是行为取

向要“尚中贵和”。恰如《论语·八佾》中孔子所说：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

也君子。”儒学对于这种社会行为道德体系的建立，对

中国的传统体育精神来说产生的影响是双面的，正面

的影响是为体育娱乐活动注入了强烈的道德动能，负

面的影响是阻滞了竞技性体育娱乐活动的发展。郭绍

虞先生说，中国数千年之学术，儒家重礼义，道家尚

无为，此则学术足以阻体育之发达者也[11]。 

再者，战国稷下百家争鸣构筑了中国古代体育史

的首个发展高地。战国时期齐国创办稷下学宫是伟大

的创举，由于这样一个平台的建立，荟萃了当时散布

于各个诸侯国的思想文化精英，比如孟子来自邹鲁，

荀子、慎到来自赵国，环渊来自楚国，屈原这一时期

也来到了齐国，其他诸如苏秦、张仪等纵横游说之士

大多都来过齐国。郭沫若[12]称此“在中国文化史上实

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

多思想体系大都在这一时期发展成型；另一方面，这

些来自异域他乡的稷下学者，同时带来了众多的异域

风味。齐国在这一时期成为大量外来思想文化精英的

集散中心，类似于形成了一个大熔炉，《战国策·齐策》

中所谓齐国临淄城中“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

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可以说是融合于

来自于八方诸侯国境内的民风习俗的缩影。战国末期

稷下学宫衰败后，稷下学者四散，秦并六国以后，秦

相吕不韦编辑《吕氏春秋》，一些稷下学者又云集到了

吕不韦的门下，“进入秦国的稷下后学参与了该书的编

写，书中保存了稷下诸子的一部分文献资料，反映了

稷下学的一些重要成果。”[13]《吕氏春秋》中的“贵己”、

“养生”、“适音”等体育思想，可以说是战国稷下学

中体育思想的发展，集中总结了战国及其以前体育思

想发展的基本趋势。 

 

3  齐鲁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影响深远 
齐鲁两国分处泰山南北，山水相连，习俗相通，

自然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齐鲁之间极其便利的交流条

件。但是，由于早期文化基础的差异和交流条件的限

制，又自然地形成了横向的不同文化圈和纵向的不同

文化传承。春秋战国开始，伴随着风云跌宕的诸侯争

霸斗争的滚滚狼烟，诸侯间的文化交流日渐加深，齐

鲁文化同时也开始了深度交融。战国末期，齐鲁两国

作为周代的诸侯国虽然相继走向了灭亡，但作为文化

流派而言，却在秦汉之际逐渐地成为了中国传统思想

文化的中坚，由此而对于后来的中国古代体育的发展

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 3 方面： 

第一，体育活动。周代齐鲁地区一些活跃的体育

活动，在秦汉乃至以后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比

如战国时期齐国盛行蹴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

载有淳于意诊治因参加蹴鞠这样的剧烈运动诱发“牡

疝”的病例。蹴鞠运动后来虽然历代盛衰不一，但一

直延绵未绝，清代的《红楼梦》、《聊斋志异》一些民

俗描写中仍然生机勃勃。格斗技巧是武术的重要特征，

春秋战国之际的齐国非常重视格斗技巧的训练，在《管

子》和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中都有齐国人关

于格斗技巧的文字描述。汉代格斗的技巧已经非常成

熟，《汉书·武帝纪》记载说，汉武帝时期曾经举行过

两次“角抵戏”表演大会，《汉书·艺文志》中还记有

“手搏”6 篇。武术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是非常有

代表性的体育项目。其它诸如博戏、棋戏、剑术、养

生术等等，春秋战国之际齐鲁地区盛行的许多体育娱

乐活动项目都在汉代开始被继承了下来。 

第二，智谋策略。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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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齐地“其民阔达多匿知”，这一特征在体育娱乐活动

中同样多有所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的孙

膑赛马故事中，孙膑就是靠调整组合方式而取胜的。

齐国的军事智谋思想后世不仅在与体育活动密切相关

的军事领域得到了充分的传承，而且在社会生活的诸

多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应用。 

第三，价值取向。儒学道德至上的思想观念在汉

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加强，从而把齐文化中的功利性特征渐渐地遮掩了起

来，弱化了中国传统体育的竞技性发展，造就了中国

传统体育以养生、健身为突出特征的发展脉络。我们

往往说中国古代的体育不发达，实际上说的只是竞技

体育的一面，中国古代的健身体育非常发达。由此我

们会更清晰地发现，中国传统体育浓厚的泛道德色彩

同样是来自齐鲁文化。 

 

    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流向上看，齐鲁文化与中国

传统体育是很重要的课题，有必要作深入研究。比如，

从源头上廓清齐鲁地区的古代体育的发展状况，可以

弥补现有体育史研究以炎黄文化为主导的一些不足；

又如，齐鲁地区在整个先秦时期都是非常发达的，尤

其在春秋战国之际更是引领诸侯风云，这一地区孕育

和流行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对于这些历史体育资

源尚有待于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整理，相信这一工作对

于现代体育产业的发展会大有裨益；再如，先秦诸子

的体育思想也有待于深入的研究。齐鲁文化与中国传

统体育是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板块，希

望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以期推动中国古代体育史研

究的深入发展并贡献于现代体育产业。 

 
注释： 
①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二年》(修订本第二

册)，中华书局，1990：725。 
② 刘宝楠，《论语正义·雍也》，上海书店，1986：128。 
③ 刘宝楠，《论语正义·乡党》，上海书店，1986：220，

224。 
④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北京：中华书局，

1959：1480。 

⑤ 戴望，《管子校正·正世》，上海书店，1986：262。 

⑥ 刘宝楠，《论语正义·季氏》，上海书店，1986：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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